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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学者均认为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不一，基于此，对相关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检验和筛选的基础上得到51个效应值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效应值为0.415）。并进一步探讨了潜在调节变量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相关程度更高；在多维度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以及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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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a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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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ut the correlation degree varies. Based on such a conclusion, we analyzed 51 effect values we got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 examination and selection of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e effect value is 0.415). We further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potential regulatory variab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cor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s high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mainland culture; on the condition that multi dimension knowledge innovation has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in the absence of intermediate variables, knowledge innovation will have more obvious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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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批的新兴技术的涌现，知识逐渐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源，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通过知识创新来提升组织绩效，从而确立企业竞争优势。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国内外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结果主要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国外学者M.H.Bala Subrahmanya、R.S.Kumar[1]、Lida P.Kyrgidou[2] 对Bangalore的51家中小企业和Greek的制造业分别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国内许多学者以国内制造业、东北地区企业、IT行业以及工业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了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得到与国外学者相似的结论[3]。

国内外学者针对知识创新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组织创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其结果存在差异性，主要集中在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测量维度等方面。吴翠华、于江鹏、杨娜[4]在对山西和陕西部分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知识创新主要通过组织知识创造、技术知识创造和产品知识创造三个维度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其中技术知识创造能力对组织绩效具有最显著影响，路径系数达到0.440，而组织知识创造能力对组织绩效影响最小；蒋天颖、丛海滨、王峥燕和张一青[5]的研究结果显示，知识创新并不直接影响组织绩效，主要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达到影响组织绩效。Azmawani Abd Rahman和Siew Imm Ng[6]对Malaysian制造业进行研究时，知识创新仅作为中介变量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而这些差异给理论研究者和管理实践者的工作带来困惑。

学者们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为了系统全面的分析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阐述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相关关系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模型，采用元分析方法（Meta分析），对众多单个研究结果进行再分析，探讨普遍意义下的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分析比较测量维度、中介变量以及文化差异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产生的影响，以期为当前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产生的差异提供合理解释，为组织绩效的提高提供实践启示。

2 相关理论与假设

2.1 知识创新

对于“知识创新”的定义首先由美国学者D.M.Amidon Rogers在1996年提出，认为知识创新就是把创造、整合、演化、交换和应用的新想法转变成为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企业的成功甚至是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社会进步。此后，我国学者何传启从科学研究的视角认为知识创新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技术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主要由科学知识创新和技术知识创新组成。但对企业组织而言，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综合，体现在企业组织的研发、生产和经营的各个阶段。Muhammad Khalique和Nick Bontis[7]等在对巴基斯坦的中小企业进行研究时指出，企业知识创新不仅是技术的创新还有管理的创新以及制度创新。陈建勋等[8]在研究中指出了企业知识创新模式包括知识创造、知识获取、知识融和、知识共享等过程，对组织绩效的提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以看出，科研领域和社会实践中知识创新能够提高组织绩效，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2.2 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成为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资源，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组织实施知识创新是为了达成企业的既定目标，所以学术界一般会把组织绩效作为知识创新实施的结果进行探讨。国内外学者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国外学者Taejun Cho[9]、A.Faye Borthick[10]和我国学者陈建勋[8]、吴翠华[4]、谢洪明[11]，已经证实了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只有少部分的学者证实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Muhammad Khalique[7]和我国学者朱瑜[12]分别对巴基斯坦和我国企业进行研究得到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2.3 潜在调节变量

鉴于相关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具有差异性，因此两者关系可能受到一些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与一般调节变量的来源相比，元分析的调节变量是由理论分析判断和对两变量之间的方差解释程度得到的，通常包括测量因素和情景因素。本研究在对51篇文献进行梳理后，使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和是否存在中介变量作为潜在调节变量来分析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影响。

（1）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组织价值观念、行事作风、以及实践特征等的综合，而样本的数据也是综合反应研究对象所在区域文化风俗、管理理念和区域特色的结果，不同的文化背景引导出的组织行为不尽相同，也是不同的区域组织一般都会结合当地的特色对组织进行管理，从而达到最高的绩效。本研究的搜集的数据涵盖国内外很多国家，与国外地区的商业组织相比，国内企业具有更强的集权意识，降低了不确定性，管理运营效率提高。辛冲[13]、郝生宾[3]、孟坤[14]、Shu-hsien Liao[15]、Chin-Fu Ho等[16]对国内企业进行研究发现，知识创新、知识创造以及技术创新对组织绩效的提高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效应值达到了0.6以上，而Muhammad Khalique、Ulrich Lichtenthaler[17]、Joanna Scott-Kennel等[18]对当地的商业组织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当地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知识创造以及技术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国内大陆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2）测量维度

对于知识创新的维度，大部分的学者认可知识创新是由多维度构成。国外学者Sun Young Sung、Jin Nam Choi[19]对韩国商业组织进行研究时将知识创新的维度分为知识存量以及知识利用两个维度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国内学者陈建勋、潘昌才等把知识创新分为知识的社会化创新、知识外部化创新、知识综合化以及内部化创新四个维度对北京和广州的企业进行研究；吴翠花、于江鹏等把知识创新分为组织知识创新、技术知识创新和产品知识创新三个方面研究山西和陕西等地区的商业组织，以及国内外多数学者蒋天颖[20]、谢洪明[11]、Lida P.Kyrgidou[2]、Margaret L. Sheng等[21]均认为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分为多个维度。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时采用一维测量，国外学者ROMAN BECK[22]、Ulrich Lichtenthaler、Magnus Bergendahl[23]和国内学者邹国庆[24]、曾萍[25]在研究时均采用一维测量。一般认为多维度的测量更加准确[26-27]，对组织绩效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受测量维度的影响，多维度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3）中介变量

权变理论认为，在不同的组织与环境中存在着不同的潜在变量对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并尝试解释中介变量对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关系有何种影响，以及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显著关系的条件。Shu-hsien Liao、Wu-Chen Fei、Chih-Tang Liu对分别对中国的国企和私企进行研究，发现只有当该组织员工有共同的愿景、学习新知识的意愿以及开阔的视野时，知识创新才能够对组织绩效产生明显的影响，即知识创新需要员工有共同的愿景、学习新知识的意愿以及开阔的视野作为中介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国内学者曾萍[25]则认为知识创新产生后直接对组织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只有通过对知识创新的成果进行些调整和以及重组转型，结合本组织的管理以及运营才能达到提高组织绩效的作用；又如陈建勋[8]的研究，知识创新并不能对组织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核心能力的中介作用来实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知识创新可以直接促进组织绩效。如Martine R . Haas[28]、I-Chieh Hsu[29]、Azmawani Abd Rahman[6] 、Nikhal Aswanth Kumar[30]、Margaret L. Sheng等[21]均认为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存在中介变量对组织绩效产生间接影响；Shu-Mei Tseng[31]、Ulrich Lichtenthaler[17]、Magnus Bergendahl[23]、Islam El-Bayoumi Salem[32]、CHIEN YU[33]、J.P.FRANCOIS,F.FAVRE[34]、田丽娜[35]、王凤彬[36]、伍勇[37]均认为知识创新可以直接提升组织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关系受中介变量的影响，在没有中介变量存在的情况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根据上文的相关理论分析与假设，初步建立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关联性的研究假设框架（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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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Figure 1 The overall hypothesis framework of research

3 研究方法

所谓“Meta分析法”主要是将多个相同的研究，但是结果不尽相同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和归纳，通过对大量样本中的统计指标和统计公式进行再分析，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误差，现阶段已经有大量关于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实证研究，但是其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同时Meta分析法在管理学界广泛应用，所以为确认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间的真实关系，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法对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实证分析[38]。

3.1 研究样本

首先，本研究以“知识创新（knowledge innovation）” “知识创造（knowledge creation）”“组织绩效（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efficiency）”为关键词，以2001年至2015年为时间跨度进行搜索，在EBSCO、Springer Link、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进行大范围的搜集，之后对研究内容和是否具有明确的或者是可转化成相关效应值进行确认，得到文献51篇（英文30篇，中文21篇）。文献汇总情况如下表1。

表1 文献汇总表

Table 1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s used in the meta-analisis

	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
	测量维度
	中介

变量
	样本数
	效应值

	陈建勋等
	2009
	北京广州的企业
	一维测量
	有
	133
	0.58

	曾萍
	2009
	珠三角地区企业
	一维测量
	有
	317
	0.33

	吴翠华等
	2011
	陕西，山西等部分企业
	多维测量
	无
	150
	0.544

	李宜静等
	2010
	广东私营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60
	0.196

	谢洪明等
	2006
	华南地区私营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42
	0.58

	吴晓波等
	2014
	浙江大学EMBA和MBA学员所在中小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97
	0.565

	张明等
	2008
	德国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27
	0.271

	辛冲等
	2008
	高技术制造企业
	多维测量
	无
	324
	0.659

	郝生宾等
	2009
	东北地区企业
	多维测量
	无
	131
	0.642

	王凤彬等
	2011
	中国制造业或IT业
	多维测量
	无
	297
	0.27

	田丽娜等
	2010
	河北工业企业
	多维测量
	无
	953
	0.44

	马文聪等
	2011
	广东企业
	多维测量
	有
	399
	0.437

	王秀丽等
	2014
	北京，武汉，呼和浩特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50
	0.187

	萧鸣政等
	2014
	国内高校
	多维测量
	有
	144
	0.574

	朱瑜等
	2010
	MBA、EMBA和高级管理人员所在企业 
	多维测量
	有
	223
	0.106

	谢洪明等
	2005
	珠三角地区企业
	一维测量
	有
	134
	0.23

	卢明纯
	2010
	中南地区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32
	0.368

	孟坤等
	2010
	中国东部中部地区企业
	多维测量
	无
	931
	0.6195

	邹国庆等
	2013
	吉林大中型企业
	一维测量
	有
	81
	0.387

	于成永等
	2009
	苏、浙、沪等地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79
	0.379

	伍勇等
	2013
	我国中西部、东部、长三角以及珠三角企业
	多维测量
	无
	201
	0.371

	Nikhal Aswanth Kumar
	2013
	南非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01
	0.51

	Feng Liu et al
	2014
	中国智能制造业
	多维测量
	无
	50
	0.4616

	ROMAN BECK et al
	2010
	丹麦、法国、德国和美国企业
	一维测量
	无
	5152
	0.299

	M.H.Bala Subrahmanya  et al
	2011
	印度中小企业
	多维测量
	有
	51
	0.167

	Lida P.Kyrgidou et al
	2012
	希腊制造业
	多维测量
	有
	218
	0.33

	Margaret L. Sheng et al
	2013
	台湾医疗行业
	多维测量
	有
	112
	0.322

	Azmawani Abd Rahman et al
	2013
	马来西亚制造业
	多维测量
	有
	88
	0.46

	Hamid Tohidi et al
	2011
	伊朗瓷砖制造业
	多维测量
	有
	173
	0.8

	Xiao Zhai et al
	2014
	中国制造业
	多维测量
	无
	326
	0.53

	J.P.FRANCOIS,F.FAVRE et al
	2001
	法国创新企业
	多维测量
	无
	3906
	0.1106

	Stephen K.Markham et al
	2014
	PDMA、ISBM集团,IIR 、 PDMA 访客网站
	多维测量
	无
	416
	0.361

	Jeoung Yul Lee et al
	2014
	韩国企业
	多维测量
	有
	1068
	0.247

	Sun Young Sung et al
	2012
	韩国保险公司
	多维测量
	有
	65
	0.115

	CHIEN YU et al
	2013
	台湾金融、保险行业
	一维测量
	无
	403
	0.339

	Aiqi Wu et al
	2013
	中国纺织业和制造业
	多维测量
	有
	229
	0.14

	Shu-hsien Liao et al
	2008
	中国企业
	多维测量
	有
	485
	0.678

	Xiqing Sha et al
	2013
	全球大公司
	多维测量
	无
	130
	0.16

	I-Chieh Hsu et al
	2012
	台湾公司
	多维测量
	有
	533
	0.03

	Islam El-Bayoumi Salem
	2014
	埃及五星级酒店
	多维测量
	无
	113
	0.588

	Chin-Fu Ho et al
	2013
	台湾企业
	多维测量
	无
	248
	0.6605

	Martine R . Haas
	2006
	哈克曼企业
	多维测量
	有
	485
	0.49

	Joanna Scott-Kennel et al
	2014
	比利时、荷兰、芬兰、爱尔兰、新西兰和新加坡企业
	多维测量
	有
	347
	0.203

	A.Faye Borthick et al
	2006
	美国企业
	多维测量
	无
	141
	0.556

	Magnus Bergendahl et al
	2015
	瑞典跨国企业
	多维测量
	无
	234
	0.1705

	Ulrich Lichtenthaler
	2012
	德国化工企业和电子企业
	一维测量
	无
	97
	0.44

	Hung-Tai Tsou et al
	2014
	台湾信息技术产业
	一维测量
	无
	210
	0.15

	Shu-Mei Tseng et al
	2012
	台湾中小企业
	多维测量
	无
	232
	0.467

	Taejun Cho et al
	2014
	KOSPI200企业
	多维测量
	有
	330
	0.653

	Zhining Wang et al
	2014
	江苏高科技公司
	多维测量
	有
	228
	0.152

	Muhammad Khalique et al
	2015
	巴基斯坦中小企业
	多维测量
	有
	247
	0.151


3.2异质性检验

 本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时主要采用Hunter和Schmidt的Meta分析法，主要是根据统计量t值、F值、d值、卡方值等转化获得相关效应值r，对于多维度的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采用加权平均得到最终效应值r，来衡量知识创新组织绩效的关系强度，同时把筛选出的51篇实证研究文献以及相对应的作者、效应值、样本数导入CMA2.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软件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得到Q统计值为1065.466，大于对应数目的卡方值，表明本研究所用的51篇关于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具有异质性。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的整体相关关系为0.424，I-squared的值为96.31%，表明效应值之间的差异造成的了96.31%的观察变异，随机误差造成了3.69%的观察变异。因此所选样本数据中存在潜在变量影响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间的关系。

表2 效应值的异质性检验

Table 2 The heterogeneity of inspection effect value
	模型
	效应值
	样本数
	异质性
	双尾检验

	
	
	
	Q值
	df（Q）
	I-squared
	Z值
	P值

	Random
	0.424
	51
	1065.466
	50
	96.31%
	51.659
	0.000


3.3 离群值检验

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分析可知，采用随机模型进行整体数据的Meta分析，CMA2.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软件输出整体样本的森林图，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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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总体样本森林图

Figure 2  The forest plot of the whole sample

由图2可知，M.H.Bala Subrahmanya & R.S.Kumar（2011）、Sun Young Sung & Jin Nam Choi（2012）和I-Chieh Hsu & Rajiv Sabherwal（2012）的效应值在95%的置信区间超出0界限明显，所以为了meta分析的准确性，删除M.H.Bala Subrahmanya & R.S.Kumar（2011）、Sun Young Sung & Jin Nam Choi（2012）和I-Chieh Hsu & Rajiv Sabherwal（2012）三篇文献[39]。
4 实证分析
4.1 整体效应关系
通过异质性检验和离群值检验分析后，确认了样本效应值的异质性并剔除了三篇离群文献，但是为确认样本的整体效果，采用CMA2.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软件生成研究样本的漏斗图（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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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总体样本的漏斗图

Figure3 The funnel plot of the whole sample

根据漏斗图原理可知，当代表研究样本的点集中在顶部，并沿直线向下扩散，基本均匀分布在中线两侧时，则代表样本的选取具有代表性不存在偏倚，同时Meta分析结果也比较可靠。相反则说明所选择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同时Meta分析的结果不准确。根据图2可以看出，所有代表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关系的点主要集中在靠近顶端，并沿直线向下扩散，基本均匀分布在中线两侧，证实了所选文献的代表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4.2 Meta分析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结合前文的研究假设，剔除离群文献后，由48篇文献组成新的研究样本，对新样本进行整体效应值的检验，其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
表3 总体样本meta分析的整体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3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Meta analysis of the whole sample

	方法
	效应值
	样本数
	异质性
	双尾检验
	95%置信区间

	
	
	
	Q值
	df（Q）
	I-squared
	Z值
	P值
	下限
	上限

	随机效应
	0.415
	48
	1004.4
	47
	95.321
	12.938
	0.000
	0.358
	0.469


剔除了三个离群样本后，新样本文献的Q值为1004.40（p(0.001），符合所选的随机效应模型。新样本文献的综合效应值为0.415（p(0.001），由此可知，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相关关系是0.415，即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假设H1成立。
将新样本的数据输入CMA2.0（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2.0）软件，生成文化背景、测量维度、中介变量作为潜在调节变量对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影响结果如下表4。
表4  Meta分析结果

Table 4 The results of the meta analysis
	变量
	文献数量
	样本容量
	效应值
	95%置信区间
	异质性检验
	双尾检验

	
	
	
	
	下限
	上限
	Q值
	df（Q）
	I-squared
	Z值
	P值

	H2文化背景
	
	
	
	
	
	
	
	
	
	

	中国大陆
	25
	6696
	0.464
	0.375
	0.554
	310.075
	24
	92.26
	10.183
	0.000

	非中国大陆
	23
	14578
	0.417
	0.33
	0.504
	486.276
	22
	95.476
	9.381
	0.000

	H3测量维度
	
	
	
	
	
	
	
	
	
	

	多维测量
	40
	14747
	0.447
	0.363
	0.532
	952.709
	39
	95.9
	10.379
	0.000

	一维测量
	8
	6527
	0.405
	0.307
	0.502
	41.291
	7
	83.0
	8.15
	0.000

	H4中介变量
	
	
	
	
	
	
	
	
	
	

	有
	26
	6312
	0.427
	0.327
	0.527
	385.746
	25
	93.519
	8.37
	0.000

	无
	22
	14962
	0.459
	0.364
	0.555
	585.187
	21
	96.411
	9.423
	0.000


由表4所示，在中国大陆的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效应值达到0.464（p(0.001）大于非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效应值0.417（p(0.001），并通过了异质性检验和双尾检验，这说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受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中国大陆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假设H2成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相关关系在采用多维测量时的效应值为0.447（p(0.001）大于一维测量时的效应值0.405（p(0.001），并通过了异质性检验和双尾检验，这说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受测量维度的影响，多维度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即假设H3成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相关关系进行测量时，当不存在中介变量时，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的效应值为0.459（p(0.001）大于存在中介变量时两者间的效应值0.427（p(0.001），并通过了异质性检验和双尾检验，这说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关系受中介变量的影响，在没有中介变量存在的情况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即假设H4成立。
5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Meta分析法，对2001-2015年间关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相关关系的文献进行整理汇总，综合分析并深入探讨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的潜在调节变量（文化背景、测量维度与中介变量）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415（p(0.001），表明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明显。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商业组织可以从知识创新入手，来增加组织绩效，以获得竞争优势。一方面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让组织成员具有学习的动力，只有具备了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创新；另一方面，在吸收新成员时，注重考察员工的创新能力以及思维能力，以便达到提高知识创新的能力。

第二，在国内大陆文化背景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表明，对中国大陆境内的组织而言，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作用和非中国大陆组织相比更加重要，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意义也更大。究其原因，可能是在中国东方文化更加注重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的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做出预测和运筹，寻找最佳决策，从而有利于商业组织高效率工作。所以，大陆企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化，建立符合国情的价值观，这样有利于提高组织绩效。对于进驻我国的外企而言，了解中国文化特点，结合实际进行企业管理，有利于企业组织的良好运营管理。

第三，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受测量维度的影响，多维度测量的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知识创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也受到知识创新各个维度的影响，在关于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中，知识创新应该进行多维测量，并对各个维度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更加准确的把握知识创新的各个方面，有利于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测量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第四，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关系受中介变量的影响，在没有中介变量存在的情况下知识创新对组织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当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变量是，知识创新直接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且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在有些社会实践中，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并没有直接关系，需要借助其他的中介变量使得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产生间接关系，这时，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在组织运营过程中，需要加强两者间的联系，积极互动，增强组织竞争力。

本文通过2001-2015年关于知识创新和组织绩效关系的文献梳理研究，证实了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潜在调节变量（文化背景、测量维度与中介变量存在情况）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揭示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测量维度下知识创新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差异，以及中介变量的存在情况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但是本文仍存在不足：首先是关于对测量维度粗略分为一维和多维两类，没有对多维进行细致划分；其次是关于文献的搜集方面，仅对2000年以后的文献进行了搜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增强结论的说服力，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搜集2000年之前的文献，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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